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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度分析 ,还是过程-事件分析 ?
———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

谢立中

[ 摘　要] 　“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的倡导者批评“结构-制度分析”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静

态的结构来加以看待 ,因而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奥秘。他们主张只有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

策略 ,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动态的 、流动的过程来加以看待 ,才能够对社会现实作出更为适当的描述和

理解 。“结构-制度分析”的倡导者则对此种看法进行了严正的反驳。其实 ,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立场

来看 ,这两种研究策略都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而已。在它们的

引导和约束之下 ,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但对于这两种话

语系统及人们在它们各自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所完成的那些话语建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 , 我

们却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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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部分社会学家所倡导的两种社会

研究模式 ,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们之间就两种研究模式的是非优劣所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是人

们感兴趣的话题 。对这一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 ,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

的研究水平当会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对这两种研究策略及其发生在它

们之间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简要的叙述和评论 。

一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

什么是“过程-事件分析” ?参照孙立平等人的描述 ,所谓“过程-事件分析”指的是这样一种社

会分析方法 ,它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 ,从社会的正式结构 、组织和制度框架之

外 ,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 。以下这段话

是孙立平自己对这种分析方法的简要说明:“比如 ,我们来到一个村庄 ,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

关系 。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 ?一些人在一起抽烟聊天 ,我

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 ?在那种场面中 ,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 ,谁和谁

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也相当困难 。

我们很快会发现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 ,人们一般都是以`叔叔' 、̀ 爷爷' 、̀ 嫂子' 、̀ 大娘' 互相称呼

着 ,同姓的是如此 ,不同姓的也是如此 ,关系好的如此 ,关系不好的也是如此 。从这里 ,你能够看出

他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吗? 很难看得出来 。怎样才能看出他们的亲疏远近? 农民自己做出了最

好的回答: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 ,才能看出谁和谁远 ,谁和谁近。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事情的时

候' 。只在这样的时候 ,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这启示我们 ,我们的关注点 ,也就应



当放到这种`有事情的时候' 。这种`有事情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

过程(俗语说`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这当中的`打虎' 和`上阵' 就是可以展示真正父子兄弟关

系的事件性过程)。关注 、描述 、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 ,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 ,就是我们

这里所说的`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 1] 7

从上面的引语已经可以看出 ,在作者看来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

生活过程 ,是为了克服以往“静态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所固有的一些局限。孙立平说:“之所以

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

限 ,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 ,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 ,事物

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 ,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

意料的变化 ,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 。相反 ,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 ,这些东西

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 。而且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一事物究竟在过程中展示出什么样的状态 ,甚至

有时完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偶发性因素出现 。这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 ,划定了静态结构分析的边

界与局限 。`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则意味着 ,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

变项 。如果说 ,从结构到绩效结果 ,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话 ,过程因素的加入 ,则导致了一种更

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且从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说 ,它超出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即动态情境的

视野)。”[ 1] 8-9概言之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这种研究策略 ,是因为“能够理解效能的 ,并

不是组织结构的特征 ,而是过程本身 ,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的过程因素”
[ 1] 19

。

孙立平认为 ,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 ,就是要“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

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1] 9 。任何研究策略都包括描述和分析两个方面 ,而

“`过程-事件分析' 策略的基础 ,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 ,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

味着 ,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 。这里的关键 ,是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是当作

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 1] 9 。他举例说 ,假如我们要研究“下岗”问题 ,那么 , “静态的结构分

析会告诉我们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总共能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 ,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

少 ,两者的差异就是失业或`下岗' 。而从`过程-事件分析' 研究策略来看 ,则首先是将下岗看做是

一个事件:在 20世纪 90年代 ,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叫做`下岗' 的事件性过程 ,这个过程是

由许多更小的过程构成的 。然后 ,通过对这个事件性过程的描述和分析 ,来揭示`下岗' 这样一件事

情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 1] 9-10 。

孙立平通过将“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与其他研究策略进行比较的方式来说明前者的特点与

优点 。

首先 ,与传统的结构分析策略相比 ,“过程-事件分析”能够更好地凸显社会事实的动态性 、流动

性。孙立平指出 ,“过程-事件分析”虽然首先是一种看待社会现象的角度或策略 ,但实际上则涉及

到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 ,即如何看待涂尔干所讲的社会事实的问题。“在传统上 ,人们往往将社会

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 、结构性的东西。因而 ,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 ,也就

必须适合对这样的静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 。相反 , `过程-事件分析' 则涉及到对社会事实的一种

截然不同的假设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 ,而不是

静态的”[ 1] 11 。这很像印象派画家在绘画艺术中所进行的革新 , “`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 ———

在对待社会现象时 ,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作是流动的一样 ,将社会现象看作是流动 、

鲜活的 、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
[ 1] 11

。

“过程-事件分析”与社会互动理论的研究策略也有重要区别。表面上看 ,符号互动论等微观社

会学理论也强调要从过程当中来把握各种社会现象 ,这种“对于社会互动过程的强调 ,体现出这样

一种关怀:赋予社会现象以能动的特性 ,从而克服静态结构分析的死板和僵硬。而在具体的互动过

程的分析中 ,也都非常强调`情境'和`场景' 的因素 。”这和“过程-事件分析”好像非常相似。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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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研究策略之间事实上有着重要区别:“尽管互动理论重视了动态的因素 ,但他们所说的情

境和场景 ,基本都是共时性的 ,而缺少时间的与历史的维度 。但互动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是单元

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出发 ,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过程-事件分析' 中的相联系

的事件 ,看作是互为场景或情境的 。不过 ,这样的情境或场景 ,不是静态的 、共时性的 ,而是动态的 、

历史性的 。这样 ,就可以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 , “过程-

事件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因果分析的超越:“在因果分析中 ,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因果逻

辑 ,并使这种逻辑具有一种决定论或目的论的色彩 。而`过程-事件分析' 则强调事件之间那种复杂

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联系 。这样的联系并不完全对应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 。”[ 1] 11-12

“过程-事件分析”与一般的历史分析也有很大不同。“历史分析不一定是`过程-事件分析' 。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 ,也不乏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和描述研究对象的 ,大到一个社会(甚至世界体

系 ,如沃勒斯坦那样),小到一个社区 ,或者是某种分门别类的社会现象。甚至是直接描述其历史的

进程 ,以及在不同历史上的演变 ,抑或是历史的比较分析。但如同我们在这样的研究中每每见到

的 ,这些研究尽管对待的是历史 ,是历时性的现象 ,但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却是静态的 。比如在某一

个年代或时期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到了另一个年代或时期又是什么样子的 。尽管人们从中可

以看到变化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过程的 ,并不是通过过程来体现的变化。如同录像机中的慢镜头 ,

或性能不好的影碟机放出的盗版盘的影像一样 ,每一个画面都是跳动而停顿的 。`情节' 是由这些

跳动而停顿的画面编织出来的 。因此 ,可以说 ,这样的历史分析 ,提供的并不是一种连贯而流畅的

过程 ,其在每一时段上的事件仍然是静态的 ,展示出来的只是众多静态事件所构成的序列。而`过

程-事件分析' ,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对事物过程的连贯与流畅的描述和解释”[ 1] 12-13 。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对于克服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中存在的“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

视角”之间的对立也有重要价值。按照孙立平的描述 ,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 ,或多或少地受到两种

理论模式的影响 ,一种可以称之为整体论模式 ,一种可以称之为本土性模式 。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国

家中心论 。这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 ,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活的

控制 ,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认为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大众文化 ,民众是被动 ,民众的

反抗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压倒一切的党和国家的支配下 ,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

的;变革的动力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 。”“而本土性模式的形成 ,最初来自于对整体论理论模式

的批判 。这种批判由来已久 ,先是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接着是新制度主义和地方性模式的批判 。

……在对于苏东和中国改革前社会生活的研究中 ,新制度主义模式表现出对于如下因素的关注:经

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相对于正式体制的非正式因素;相对于上层精英的从属群体和大众文化;非正

式反抗的作用。而在国内学术界 ,受格尔兹`地方性知识' 概念的影响 ,则出现了一场`寻庙运动' 。

这些学者强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 ,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往往是与传统的血缘

格局 、地方宗教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努力很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探寻出一个`传统的庙

宇' 。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生活经历 ,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 ,甚至连国家因素本身 ,都不存在

了。这样两种理论模式的问题是明显的 ,而应用`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则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两种模式的非此即彼的对立 。因为在一种事件性的过程

中 ,无论是国家的因素还是本土的因素 ,无论是正式的因素还是非正式的因素 ,无论是结构的因素

还是文化的因素 ,都介入了进来 ,都融入到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 。事件和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

面的一方 ,而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而且 ,就这些因素的关系而言 ,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也

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 1] 19-20 。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酝酿和形成于 20 世纪 90年代末期(初次发表于 1999年由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课题组主持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几年之后 ,似

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研究策略”的理论基础 ,孙立平又开始倡导“实践社会学”这一概念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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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过程-事件分析”与所谓“实践社会学”联系起来 ,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逻辑组成部分。这一推

进主要体现在《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一文中。

《迈向》一文首先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研究”领域中

兴起的“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讨论 。作者指出 ,布达佩斯

学派对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 ,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 ,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

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 。

第二 ,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 ,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

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 。

第三 ,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 ,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 ,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 。

第四 ,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 ,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 ,主要是东欧 ,特别

是中欧的匈牙利 ,在这些社会中 ,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2] 412-413

这几点当中 ,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前提。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理论取

向 、研究视角和所使用的方法 ,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连

在一起的 ,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 ,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变' 。这样就为名正言顺的 、大规模的 、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 。在这种

转型过程中 ,在很短的时间内 ,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 ,布达佩斯学派有

理由将他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 ,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

上”[ 2] 413 。同样 ,由于在这样的市场转型过程中 ,原来的权力精英由于政体的断裂而失去了原有的

资源 ,而新的经济精英还没有发育起来 ,这就为知识精英提供了舞台 ,使得知识精英在整个转型过

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使我们可以理解在布达佩斯学派中“为什么对上层精英给予

非常高度的重视 ,并使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视角”[ 2] 413 。此外 ,我们也可以理解布达佩斯学派

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因为“对于研究大规模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来说 ,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方式 ,也

无疑是有优势的”
[ 2] 413

。

然而 ,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前苏 、东欧国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一种“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 ,即“在基本社会体制(特别是

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2] 415进行改革 。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一个最基

本的特征 。

第二 ,与此相联系 ,或者作为上述特征的一个直接后果 ,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也与

前苏联 、东欧国家有着明显差别。由于政体的连续性 ,原有政治精英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 ,

结果是导致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精英的形成 ,不是一个不同类型精英的转换过程 ,而是原有的政治

精英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向新的社会领域扩张 ,使自己转变成为一个集“文化资本 、政治资本

和经济资本”于一身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2] 416 。

第三 ,中国的市场转型主要是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通过各种“非正式运作”的方式

来进行的。“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 ,基本上是以立法 、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 。

……这种转型过程 ,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 417 。而中国的转型过程几乎伴随

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 ,这就迫使改革者采取两种应对策略 , “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

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 ,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等;另一种方式 ,则是`不争论' 。在实际的社

会生活中 ,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 2] 417 。

概括起来 ,与前苏联 、东欧国家相比 ,中国的市场转型具有许多独特性 ,“第一 ,政体和意识形态

是连续性的 ,在改革进行了 20多年后的今天 ,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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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 ,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 ,在

变通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 ,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 ,非

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 ,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
[ 2] 417

。孙立平认为 ,这表明布达佩斯

学派的那一套理论和研究方法难以运用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 ,表明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

型的时候 ,不能像布达佩斯学派那样 ,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正式的结构和制度层面上 ,而必须对各

种非正式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 ,要进入到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 ,用对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

分析”来取代布达佩斯学派的“结构-制度分析” ,对市场转型过程的实际运作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 。

孙立平现在使用“实践社会学”这一概念来指称他所倡导的对市场转型过程进行“实践分析”的

研究策略 。他解释说 ,所谓的“实践社会学” ,指的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 ,而“这里所说的面对实

践的社会学 ,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 ,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

用性 。面对实践的社会学所强调的是 ,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 ,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 422 。那么 ,什么是实践 ? 什么是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 ? “大体上说 ,实

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面向实践的社会学 ,所要面对的就是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

的社会现象。对于过去人们主要从静态角度关注的现象 ,如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等 ,面向实践的社

会学意味着要从实际运作过程的角度重新加以关注 。实际上 ,这涉及到对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

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看法 ,或者说 ,涉及到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 。 ……在传统上 ,人们往往将

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 、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面对实践形

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 ,则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 、流动的 ,而不是静态的 。也就是说 ,社会事实的

常态 ,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 [ 2] 422 。

例如 ,对于国家与农民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作

一种结构的形态来进行研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 ,他们试图回答的是 ,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

模式 ,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这样的模式 ,这样的结构模式意味着什么 ,这种关系模式形成了一种

什么样的结构体 。还有些类似的研究 ,则回答了双方理论的强弱 ,各自的自主性等问题。 ……在这

种结构模式的研究中 ,国家-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屏蔽掉了 ,这就是:国家-农民关系在现实

的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 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显现的? 在实际的实践状态中 ,有无一些

新的而且重要的因素在生成着 ?运作的过程仅仅是结构因素在动态过程中的展开吗 ?”[ 2] 422事实

上 ,只有通过对诸如定购粮的收购 、逼民致富 、上访等这些具体的实践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才

能够使我们很好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因为国家与农民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存在于这些具

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 。

孙立平指出 ,从实践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 ,就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 ,也往往是在那里体现出来 。他认为“`日

常生活' 视角是一种与`自上而下' 的视角和`自下而上' 的视角都不相同的视角” 。前者如前面讲的

“国家中心论”或“整体论”模式 ,“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 ,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

活的控制 ,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 , “民众是被动的” ,“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变革的动力

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 。后者如前面讲的“本土性模式”或“地方性知识”模式 ,则强调“独立于

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 ,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 ,是一块没怎么受外

部权力浸透的净土。”而他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与上述两者是不同的 , “我们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 ,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 。因此 ,我们要采取的 ,也

不全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而是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实现这种

均衡和整合的关键 ,就是关注作为国家和民众相遇并互动的舞台”[ 2] 424-425 。

孙立平承认他的实践社会学是来自于布迪厄 ,但他认为布迪厄并没有成功地将实践社会学付

诸实现。“在把实践社会学付诸实践的时候 ,布迪厄失败了 。他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衷情于定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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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 ,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 ,他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 ;他“用一种非实践的精

神与方式对待实践……他将实践抽象化了 ,于是实践就死掉了”[ 2] 426 。而布迪厄在倡导实践社会

学上之所以失败 , “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 。而孙立平他们近些年来

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则正是“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提倡`过程-事

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 ,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 ,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

现象的途径。 ……实际上 ,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 ,是非常难以接近的 。`过程-事件分析'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 ,是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了它 ,让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实践的状态 。”因为“事件性

过程的特性是把实践状态浓缩和集中了 ,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信息 。这是其一。其二 ,事件性的实践

过程 ,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这)是一种生产的机制 ,是一种过程的再生产机制。其三 ,也是

更重要的 ,是它提供了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
[ 2] 426

。

孙立平最后提出 ,可以把“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 ,即过程 、机制 、技术和

逻辑。”“过程”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 ,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 ,“实践

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 ,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

用的方式” ;“技术”则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 。对这些技术和

策略的强调 ,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

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 ,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

素” ;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 ,要找到的 ,

就是实践中的逻辑 。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 , 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

释”[ 2] 426-427 。而要完成这四个环节 ,最适宜的研究方法就是深度个案研究。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实

践状态中的逻辑 , “深度的个案研究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因为它可以使得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过程

中去 ,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 。当然 ,孙立平指出 ,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个案研究 ,而是注重“事件性过程”的深度个案研究 ,“这种研究策略和路径 ,所要起的作用不是

推断 ,而是发现逻辑 ,实践的逻辑”[ 2] 427 。

二 、张静:对“结构-制度”分析的辩护

所谓“结构-制度分析”是张静使用的一个概念 ,大体含义是指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方面来观察

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方法。这一概念的出现似乎是受 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

域中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影响的结果。从词义上看它似乎是想把社会学者以往较熟悉的侧重

于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和“新制度主义”侧重于从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

象这两种宏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不过 ,张静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为了回应孙立平对

“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及其对他所谓“静态结构分析”的批评 。

针对孙立平对“结构分析”所做的批评 ,张静在其所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的“导

言”部分专辟了一节来进行回应。

首先 ,张静指出“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 。不过 ,这里所说的“规

则”不是通常所说的“规律” :“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断变化 ,而且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而

后者被誉为绝对`真理' ,并总是显示出`改造世界' 的意图(因而有`宿命' 之嫌)”[ 3] 10 。张静认为 ,

“人类对自身秩序控制的进步 ,突出地体现在 ,新的行动总是试图(正式或非正式地)确立新行为的

正当性 ,即确立新的社会规则 。思想大师这样做 ,理论论证这样做 ,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也在这样

做。对行为正当性(规则)的创造是人类生活的自然需求 ,不是外在于他们的东西 ,规则对于人类生

活的意义不仅仅有强制的一面 ,很多时候 ,人们需要规则增进安全和预期”[ 3] 10-11 。张静说 ,与关

注“事件”与“过程”的“过程-事件”分析者不同 , “结构-制度”分析者比较注重规则 ,这种差异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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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者们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心的差异 ,大约可以追溯到他们拥有的不

同知识背景 、学术训练 、个人经验 、乃至哲学观念和价值信仰上去 。这些差异决定着学者对各种`问

题' 之重要性的评估 ,而这类评估在某种程度上 ,强烈地影响着他们选择(或建构)理论及分析框架

的目的———他们总是企图发现 ,在其心目中十分重要的那个东西的性质”。“运用结构-制度方法分

析社会行为时 ,分析者往往会特别重视具体`事件' 或`过程' 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 ,因为他们假

定 ,人的行动是被他生存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刺激 、鼓励 、指引和限定的 ,`事件' 是现时

各种制度 、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作用的`产物' 。在这假定中 ,制度之于行动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单

位 ,因为不同的制度 ,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发生不同的事件),比如 ,废除公费医疗(制度)引发了一

些人抢购药品的行为(行为-事件)。显然 , `事件' 的发生和制度变化的实质 ———不同人群的权利关

系(结构)变化有关”
[ 3] 11

。

张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正是一部自觉从上述“结构-制度分析”立场出发来对当

前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机制、存在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所做的一项范例性研究。在本书中 ,作者

明确地提出要从结构及其制度分析的角度来去探讨“当前基层政权面临的政治困难”或“基层社会

秩序的低度稳定”这样一些现实问题 。作者说:她在这本书中“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观察基层政权

的 ,一是结构的角度 ,由此观察基层全和其他组织的关系 ,特别是和现代社会两种主要的政治单位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制度的角度 ,由此观察基层政权周边的社会建制的作用和影响” 。而

这两个角度或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只有社会建制对其权威构成支持的时候 ,基层政权才可能

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独享`自主' ,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势力' ”[ 3] 287 。面对着乡村基层政权与

乡村民众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这样一些似乎由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现象 ,一些人似乎认为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上级政府对乡村政权的监督控制能力减弱 ,从而使

得基层政权的行为失范 ,常常与民争利所致;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恢复

国家体制“对基层政权的监控 ,通过提高其自律水平缓解它与村民的冲突”。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主

要是由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基层政权所能控制和掌握的权力资源减少 ,乡村普通民众对

基层政权的依赖和服从程度降低所致;因此 ,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基层政

权寻找新的权力资源 ,使基层政权在与乡村普通民众的交往中重新占据主导性地位 。张静认为这

两种看法都没有能够恰当地揭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失序的真实原因 ,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

法。张静认为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失序的真实原因不是在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政权的监控程度

降低 ,也不是在于基层政权所掌握的权力资源的减少 ,而是在于乡村基层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本身就

内在地包含着一系列可能导致基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张静写道:“很明显 ,基层的`稳定' 困难不

是一个新现象(虽然它的表现方式与社会变化有关),而是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及

其原则多次危机的再现。这种不断的再现 ,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研究 ,基层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建

制中是否存在着紧张关系 。是否 ,这些紧张过程经由一系列制度变迁(如人民公社制)得到进一步

的延续和强化? 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关系今天又明显浮现出来 ? 是否 ,一个多世纪以来 ,

在几种政治体制下不断探索的基层秩序问题 ———如何提高基层权威的效率 ,使其既能有效治理社

会 ,同时又能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仍然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 ?”
[ 3] 4-5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 ,

张静得出的结论是:“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 ,根源在于它通行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则的缺陷。这些制

度在构造基础政权与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 ,存在着生产结构性冲突的特性 ,它所造就的社会关

系存在着内在的利益紧张 。”
[ 3] 287

张静指出 ,随着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开展 ,原来由“国家-(乡绅构成的)地方权威-农民”所

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逐渐为“上级国家政权-乡村基层政权-农民”所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所代替 。

自 20世纪初期以来迄今为止 ,虽然包括基层政权在内的国家政权几经更替 ,但这种新型的社会结

构却一直维持下来。这样一种结构性替代的结果是:(1)地方基层权威的授权来源和合法性基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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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传统社会 ,地方权威主要来源于其对于建构地方共同利益的贡献 ,其合法性基

础主要是地方社区成员的认可 。而在现代社会 ,地方基层政权的权威主要是由上级国家政权所授 ,

其合法性基层也主要是国家的认可 。由此导致(2)地方基层权威与地方基层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授权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地方权威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便逐渐弱化 ,地方体整合结构遂逐渐解体 。“它破坏了原本完整的社区单位 ,结果是中央的政令容

易下达了 ,却堵住了自下而上的利益传递轨道 ,形成了基层`单轨政治' 的局面”
[ 3] 30

。由此又进一

步导致了(3)地方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降低和地方基层权威的自主性的增强 。前者是由于地方

权威的“离去”;后者则是由于地方权威在整个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它不仅保留了以往的治

理原则 、管辖范围和规则 ,而且还由于从上级国家政权那里获得了征收税、租 、赋等方面的身份和权

力 ,从而使得它在国家和农民两者那里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自主行动空间。面对农民 ,它代表的

是国家政权 ,拥有农民所无法约束也难以抗拒的合法权力;面对国家 ,它又是基层社会的直接治理

者 ,拥有上级政府所无法拥有因而必须依赖的知识和能力。正是这样一种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

位 ,使得地方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势力 。它构成了一种“隔离地带” ,将国家和农民隔离

开来 ,一方面阻止了国家管辖权的干预 ,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失去了直接 、有效地保护农民权益的法

律地位 ,致使地方官员滥用职权时国家也很难实行应有的监督。久而久之 ,这些地方官员便形成一

个离间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别集团群体 。“它对整体结构的作用是产生冲突 、危及基层秩序的稳

定”
[ 3] 288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也“使国家经常面临不可跨越的治理矛盾:一方面 ,为协调基层冲突

和政治稳定 ,它不得不采用各种方法限制基层政权的恣意行为 ,比如限定税金———规定税金占收入

比率的底线;另一方面 ,国家又不得不依赖基层政权发放贷款 ,实施免税 、捐赠 、福利和其他管治 ,这

又支持了基层权威的合法性 ,助长了他们的权力 。于是 ,国家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保护基层

政权的威信 ,往往会激化基层政权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如果保护村民权益 ,又不能不在结果上`损

害' 基层政权的权力 。国家似乎总是徘徊于两极中间 ,因事而异 ,不断补救基层政权和社会之间出

现的冲突” 。张静认为 ,这正是基层社会秩序处于低度稳定状态的重要根源 。而这也表明在既有的

结构和制度框架范围内无论是通过加强对基层政权的监控还是增加它的权力资源都不可能彻底解

决乡村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失序问题。要想真正彻底地解决乡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就

必须对结构和制度进行变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基层政权的授权来源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

“将政治变革适时地推进为社会变革 ———建立社会个人或组织权利对(地方基层)公共权威的确认

和授权关系 ,用这种授权保证基层政权与授权人利益的紧密联系 ,从而迫使它(不得不)为授权人服

务。新型的公共政权只可能在权威和社会的平衡关系中产生” 。[ 3] 46

“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者常以“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有限 ,许多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得不

到有效执行等为由来说明“结构-制度”分析的局限性 。对此 ,张静也表示了不同意见 。她解释了她

所说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中“制度”一词的确切含义 ,并提出了“真制度”和“非真制度”两个概念

来做辅助说明。她说 , “结构-制度分析”一词中所说“制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规定' ,因为没有实

际作用的`规定' 并不是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可能潜藏暗中 ,但必须是真正规范行为的东

西。笼统地说 , `制度' 是广义的 ,它是对社会各种行为正当性的确定体系。由于`正当' 的另一种意

思 ,是确定行动的权利-责任-义务的边界 ,人们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关系都需要依循这种基本边界

(虽然也不乏有条件的弹性),故而`制度' 也确定着人们的关系`结构' 。制度有文字或非文字的形

态 ,许多制度规则是以非文字形态的形式存在的 ,例如人们所说的惯例 ,传统或文化 。但是 ,无论以

什么方式存在 ,第一 ,它应实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第二 ,它包含着一系列人们熟悉 、效法乃至认同

的基本原则。比如 ,村干部用`非正式' 的方法向朋友收粮款的成功 ,说明那里通行着 ———不能让朋

友破费替自己垫付———的行为规则 ,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做法会被当事人双方认为是不正当 。如果

这种原则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再被发现 ,即证明了那里通行着这样的制度(规范)惯例”
[ 3] 11-12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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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制度执行得严格与否造成的差异 ,并不是`结构-制度”预设的条件 ,它并未假定有制度可以

不执行的情况———这在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事情。或许原因在于 ,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制度' 起源于

行为合约 ,它是依据大家同意的程序和原则产生的(因而规则往往同时也包含对违反者的惩罚方

法)。而另有一些制度只是反映单方面意愿的`规定' ,它没有惩罚 ,或可有可无 ,或虽有惩罚`规定'

但因实施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 ,这样的`制度' 起不到社会规则的作用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 , `制度'

必定包含一系列监督它运作的制度体系 ,它们的作用是发现和排除那些不执行者 ,因此普遍不执行

的现象很难发生 。左右这些 ,都包括在对`制度' 的假定中 。故 ,未执行的`制度' 并不是一个真制

度 ,用非真的制度批评制度分析框架似乎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 3] 12

张静进一步追问道:“为何在不同的事件中 ,会发现不同的行动策略 ?难道这不是规则的变化

吗?”张静认为:“某种策略被选择 ,说明了在当下的制度体系中 ,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关系中 ,

它们比较有效。这些背后的东西运行的结果 ,使得行动者能够遇见应采取的`策略' 方向和后果 ,而

在其他的制度和关系结构下 ,该策略可能难以刺激出来 。这就是说 ,不同的制度运作体系影响着行

动`策略' 的选择和其有效性 ,策略的变化方向和幅度遵循一定的制度逻辑 。因此 , `事件' 分析不会

像其倡导者说明的那样 ,弱化正式制度的作用 ,相反 ,它还给`制度' 和`行动策略' 的相关选择关系

提供了证据。只是 , `事件' 分析的关注重点在策略和过程 ,而不是影响策略选择背后的东西———它

的论证目的不在制度而已 。” [ 3] 12-13

退而言之 ,张静说 , “在中国 ,人们熟悉的大量制度规定并没有运转(因此它们不应当被视为社

会规范意义上的`制度' ),但这些东西 ,或许尤以中国研究为甚 ,也并非完全没有进行`制度分析' 的

价值 。黄宗智教授新近的研究 ,就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背离' 界定为清代法律的制度性本质:

`县官老爷们的道德辞令和具体做法乍看似相互抵牾 ,正像一些诉讼当事人表面上的怯弱温顺与实

际上的无耻和狡诈看上去难以共存一样 , ———这些似是而非的矛盾 ,只有放在一个同时考虑表达和

实践这两个矛盾方面的解释体系中 ,才能得到理解' ” 。她指出 ,有些时候 ,某种制度看上去未能有

效运转 ,研究者常以为是人们的策略行动所致 ,但其实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 、相

互干扰的结果。“有的时候 ,一些矛盾性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 ,结果形成了一种任何单一方面都不

能独立解释的现象。例如乡村干部收公粮行为的权威 ,受到多边制度变化的影响:粮食交易市场价

格(之规则或制度)的出现 ,给了农民其他的选择机会 ,这种变化提高了传统渠道收公粮的机会成

本。但收粮的`强制性'契约仍然可以达成 ,乃是因为土地(̀公有' 或`集体' )所有制度的关系 ,在这

种制度下 ,不签订上述合约 ,收回该农民土地的行动便成为正当。这两个方面 ,都蕴涵了制度体系

对农民和乡村干部两方面行为预期的指引 ,市场规则的出现 ,是降低干部收粮权威的因素 ,而土地

集体所有制又是加强这种权威的因素。所以结论是 ,基层政权收粮的`有力' 程度 ,以及农民行动的

基本策略 ,随着他们所处的各种(实际运行着的)制度关系的作用而变化 。而这些制度分别代表着

不同的权利分配体系 ,其中有些有利于强化基层政权的权力 , 有些则有利于增强农民的选择

权”[ 3] 13 。

张静还认为 ,和“过程-事件”分析倡导者们的说法不一样 , “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

之间其实并不完全排斥 ,前者其实也“十分重视过程(历史)因素” 。例如 , “ T .Skocpol从俄国 、法

国 、中国三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结构变动的依据;V.Shue 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作为当今

农村变革的基础历史资源;V.Nee 则以在社会学中拓展制度分析为己任。更为突出的例子 ,是制

度经济学家 D.North ,他的主要工作 ,便是用结构和制度的变动过程解释经济史” ;而孔飞力的专著

《叫魂》也是“从一个民间的`事件' 中 ,分析出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结构性)紧张关系” 。“这些制

度分析的杰作表明 ,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 `事件'的密切关系 ,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 3] 13-14 。

对“结构-制度”分析的另一个批评是认为它对社会经济现象所做的分析过于简单。对于这一

批评 ,张静回应说:“是的 ,结构-制度分析追求用概括的术语表达一些关系的最简洁形式 ,以突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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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但简单不是肤浅 ,一个简单公式表达的往往是抽象关系 ,但这些抽象关系极可能是对丰富

材料———包括过程和事件分析 ———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的结果 。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并不轻视丰富

复杂的实际描述 ,至少并不对立于它 ,只是它的主要追求 ,即它的论证目的 ,不在于描述社会现象 ,

而在于评估一种作为认识工具的分析概念或框架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学术工作中的一类 ,当然还

有其他类别的工作 ,例如访问 、记录和收集资料 ,例如描述 ,例如评述或评论 ,例如批判或战斗 ,它们

都各有目标 ,且关心的问题或要实现的任务是不同的。分析工具的`简单' 和`形式化' ,在于它省略

了大量的资料 ,它已经从具体的历史概念上升为抽象的分析概念 ,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中立化' ,

但他的丰富性并非不存在 ,相反是深嵌在简单`公式'的支持系统中的 。”她指出 ,真正的危险不是分

析框架本身简单 ,而是对分析框架的简单运用 。比如 , “猴子为什么上树? 交易成本使然” ;“农村为

什么发生冲突? `国家与社会' 紧张关系使然” ;“为什么设立基层组织 ?' 国家政权建设使然” ;“为什

么出现社会运动 ? `公民社会' 使然” ;“为什么实行选举 ? 推行民主使然” ;等等。“不用多说 ,读者

就会分辨 ,这些结论的不可靠 ,与其说是上一框架的问题 ,不如说是应用框架所致” 。[ 3] 15一个分析

框架是简单还是复杂丰富 ,其实与其对错无关 ,而只是与研究工作的抽象程度有关 。她借 A.

Nathan的话来表达这一意思:“事件的独特性在研究者的处理中是抽象阶梯状态的一个函数 ,它随

着抽象位置的移动而变化 。在这个阶梯中 ,向上走是一个简化过程(减少定义属性的数量),事件的

抽象性增加;而向下走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 ,事件的丰富性增加;由上至下 ,分析事件的属性趋于复

杂 、具体和独特 。”张静认为 , “这种抽象性阶梯是研究者的工具 ,没有它 ,不能想象人们如何辨认 、分

类 、定性其认识的对象。知识活动 ,是研究者根据他关注之问题的需要 ,对`抽象阶梯' 的各种位置

进行选择的认识活动” ,只不过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 ,不要把由这种抽象阶梯任一位

置上的分析框架所制定的“定义的真实”误认为是“事实的真实” 。只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无论何

种分析框架 ,其实就都是研究者可以考虑和选取的。“不同方法将引导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东西 ,因

而更适当的态度是 ,不妨去尝试各种方法。因为 ,既然我们都同意世界的不确定性 ,就`没有人知道

我们面临问题的真正答案' ,自然也就没有人可以肯定 ,认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以及 ,是

否存在着某种唯一正确的方法”
[ 3] 15

。“研究应进行`因果' 分析还是`过程' 分析 ,是`结构' 分析还

是`事件' 分析 ,应交由研究者根据他关心的问题 ,及所得到的资料性质去决定” 。因为我们看不出

这些分析有什么根本的对立 ,其结论上的对立更难预见。“`过程-事件' 分析 ,如果它以丰富的 、具

体的 、过程的描述为己任 ,甚至以未经加工的资料记录为目的 ,也并不表示它和抽象的 、模式化的 、

分析性的模式相对立 ,因为 ,它们完全可以被模式分析进一步使用”[ 3] 15-16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

方法论问题上唯一恰当的态度或许就是“对各种框架有益成分的包容 ,而不是排斥;” 唯一恰当的

方法论原则就应该是“因不同的问题关怀及所得资料的性质”来尝试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 3] 14-15 。

三 、孰是孰非: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

由上可见 , “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这两种分析视角之间的分歧表现的正是社会

学领域中长久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分歧 ,即关于“社会(结构-制度)”与“个人”之间关系问题上

的意见分歧。“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者们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因素对于个人行为进行约

束的无效性 ,以及个人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而“结构-制度分析”的倡导者们则正好相

反 ,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刺激 、鼓励 、指引和限定”作用 ,以及个人在社

会运行过程中的受动性(正如张静说的那样 , “不同的制度 ,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发生不同的事

件] ” ,“`事件'的发生和制度变化的实质 ———不同人群的权利关系[结构]变化有关”)。

那么 ,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之间到底何种才是更为适当的一种研究取向呢 ?

首先 ,应该说 ,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 ,“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在目前显然还具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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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瑕疵。在孙立平等人目前对于“过程-事件分析”及“实践社会学”的有关论述中 ,就有不少问题尚

有待进一步澄清 。例如 ,在孙立平的文章中 ,当讨论到在什么情境条件下以及为什么要采用“过程-

事件分析”方法这个问题时 ,就曾经至少先后有过三种不同的回答:

1.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性质使然:“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

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事物本身的

一些重要特征 ,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 ,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

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 ,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 。按

照这一回答 , “过程-事件分析”就应该是一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普遍适用的社会研究模式 ,不

应该有什么例外 。

2.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是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本身的性质使然:“与城市中

的社会生活相比 ,农村中社会生活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 ,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

程序和正式规则 。在许多情况下 ,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和规则 ,有时也不会真正起作用 。相反 ,一

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 ,往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相机处置的弹性手段 ,即使是政府的行动也

是如此”[ 1] 5 。按照这一回答 , “过程-事件分析”就应该是一种只适合于用来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

生活进行研究的模式 ,在其他情境条件下则不一定适合 。

3.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是由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特征使然:在苏东的转型过

程中 ,“很短的时间内 ,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 。因此 ,布达佩斯学派有理由将他

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 ,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上”[ 3] 413 。“中

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与苏联 、东欧相比是非常独特的” ,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 ,

必须对非正式因素 ,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 ,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

时候 ,要更加重视转型的实践层面”[ 2] 446 。按照这一回答 , “过程-事件分析”则是一种只适合于用来

对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进行分析的社会研究模式 ,在其他情境条件下(譬如前苏联 、东欧的社

会转型过程)就不适用。

无疑 ,这三种回答是相互冲突 、不可兼容的 ,我们必须于三者中择其一而确认之 。

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论述上的瑕疵来 。例如 ,为了突显“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独特性 ,孙立

平还对其与布迪厄“实践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说明。在此一说明过程中 ,孙立平批评布迪厄的

“实践理论”具有不彻底性 ,是一种失败的理论等 。但综观作者在对布迪厄进行批评时所依据的资

料 ,始终只是《实践与反思》这一本由美国社会学者华康德编辑的布迪厄授课记录 ,而对于布迪厄大

量的其他著述 ,却始终未置一辞。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这些批评的理据有所不足 。

然而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必须肯定 ,作为 20世纪 70年代末社会学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者自

己尝试建构的本土化社会学分析模式之一 , “过程-事件分析”模式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

说无疑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众所周知 ,自 20世纪 80 年代重建以来(甚至可以说自 20世

纪初期社会学被引入中国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研究框架基本上都是些结构

-制度取向的框架 ,如历史唯物主义 、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 、社会系统论 、社会协

调运行论等 ,非结构-制度取向的研究框架(如社会交换论 、理性选择理论 、现象学社会学等)只是在

近年来才逐渐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和探讨 ,而“过程-事件分析”即是这些非结构-制度取向的研

究框架中相对而言思路比较新颖、影响也较大者之一。“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者们试图克服中国

社会学界以往过于偏重从“静态的”结构-制度分析角度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现实的局限 ,将一种偏重

“动态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丰富和扩展了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工

具;不仅如此 ,这些倡导者们还努力尝试以本土研究为基础 ,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所提出的相

关问题中(而不是简单地从对国外相关理论的演绎中)来生成和发展这一研究策略 ,从而使这一研

究策略具有十分强烈的本土化色彩 ,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实践之间具有高度的贴切性 ,为中

·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论坛提供了一份可供进一步深入开拓的讨论课题 。这不能不说是这一研究策略

的倡导者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项重要贡献。

不过 ,尽管如此 ,我们认为 ,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 ,对于“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

学”现有论述中所隐含的给定实在论预设 ,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种讨论将会有助于我们更适

当地理解这一研究策略的性质 ,以及对运用这一研究策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有一个适当的评估。

对于这一“给定实在论”预设 ,我们可以从孙文中的以下有关段落中略窥一二。孙文写到:

“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一种方法 ,一种能够将再现复杂而微妙的事情并能够对其进行清楚解释的

方法 ,或者说是一种研究策略 。 ……在进行其他农村生活研究中我们发现 ,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种

`微妙性' `连根拔起' ,这就是观察人们的社会行动 ,特别是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 。甚

至也可以说 ,这种`微妙性' 也正是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 ,特别是事件性过程之中。这是在正式的

结构中 ,在有关的文件上 ,甚至在笼统的`村庄' 和`乡镇' 社区中很难见到的东西 。我们将这样一种

研究策略称之为`过程-事件分析' 。而研究的目的 ,就是对这样的事件与过程 ,进行叙事性再现和

动态关联分析。”
[ 1] 6

“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看做是一门科学 ,看做是一门揭示和解释社会生活那些`隐秘' 的科学 ,那

也就可以说 , `过程-事件分析' ,是展示这种微妙性的一种合适的方式。”[ 1] 7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对待社会现象的时候 ,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做是

流动的一样 ,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流动的 、鲜活的 、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 。”
[ 1] 11

“我们提倡`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策略 ,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 ,或者说是找到

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 。”[ 2] 426“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 ,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

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
[ 2] 426-427

可以把这些隐含着的理论预设简要表述如下:

1.存在着一种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或话语系统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尽

量准确地再现这些客观实在 ,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准确地再现社会实在 。

2.存在着种种试图再现社会实在的研究策略 ,但相对而言 ,在这些策略中只有“过程-事件分

析”才能够更好地再现社会实在。其他的那些研究策略 ,如结构分析 、制度分析 、历史分析等等 ,都

不能够很好地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的。

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是:上述两个理论预设能够成立吗 ?真的存在着一种不依我们的主观意

志或话语系统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吗 ? “过程-事件分析”又真的能够比其他研究策略更好地再现这

种客观实在吗?

多元话语分析学者认为:1.不存在一种脱离人们的话语而存在的 、纯粹自然的“客观实在”(包

括社会实在),我们所能够言说的一切“实在”都是作为言说者的我们运用一定的话语(概念 、陈述 、

修辞和主题)策略建构起来的 ,是一种“话语性实在” 。2.这种话语性实在也并非完全是言说者个人

主观意志的产物 ,而是言说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 ,遵循特定的话语构成规则而完成的

一项建构活动的产物 。3.处于不同话语系统约束和指引之下的言说者对于“实在”将可能会有不同

的建构:在话语系统 A中被建构成对象 a的某一现象 ,在话语系统 B中将有可能被建构成与 a完全

不同的对象 b;而且 ,对于这些不同的话语建构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客观”的标准来对它们之

间的是非优劣做出终极的判断 。因此 ,话语建构是多元的 ,等等[ 4] 4 。

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上述观点来看 , “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倡导者们应用这种研究策略所

得到的那些研究结果 ,也绝非是什么对社会世界“真实奥秘”更为适当的揭示或再现 ,而只是研究者

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与指引之下运用特定的概念 、陈述 、修辞和主题策略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

构。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可以对“过程-事件分析”这一研究策略的具体程序和方法做一点分析 ,

来看一看它们是否是真的像这一研究策略的倡导者们所说的那样能够更为真实或恰当地揭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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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隐秘。

如上所述 ,按照孙立平等人自己的说法 ,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最基本的特点 ,就是要力图

以“讲故事”的形式 ,通过对某些相关事件之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详细描述 ,来揭示或展现有关研究对

象形成和变化的实践逻辑 。那么 ,一个“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信奉者 ,在采用这一策略来对

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 ,他将如何来完成这一“讲故事”的任务呢? 他最终所讲出来的那个“故

事”又到底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故事呢 ?是像这一研究策略的倡导者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处于

流动 、鲜活状态之中的社会世界本身 ,还是像多元话语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只是故事的讲述

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需对“讲故事”这一任务的完成程序及方法做一简要的考察 。

首先 ,为了能够“讲故事” ,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必须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获

得建构一个故事所必需的素材 。这些素材的获得可以有以下几种基本的方式:(1)通过亲身参与观

察所要叙述和分析的事件过程而获得。(2)通过搜集与所要叙述和分析的事件过程相关的二手资

料而获得 。这些二手资料大体又包括:(a)此一事件过程亲历者对事件过程的叙述(采访时的口述 、

回忆文字 、日记 、书信等);(b)间接“知情者”的对事件过程的叙述(采访时的口述 、回忆文字 、日记 、

书信等);(c)有关此事件过程的历史记载 、新闻报道 、文书档案等等。

其次 ,为了能够“讲故事” ,在通过上述方式得到了有关事件过程的基本资料以后 ,采用“过程-

事件分析”这一研究策略的研究者还必须对这些基本资料进行分析、整理 ,从这些原本可能杂乱无

章 、毫无秩序或内在逻辑可言的资料信息中清理出一个主题相对明确 、情节相对合理 、线索相对清

晰 、逻辑相对严密的故事结构来。

最后 ,为了能够“讲故事”这一任务 ,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还必须选择某种研究

者自认为合适的体裁 ,按照研究者自己喜爱的某种叙事风格 ,遵循某种写作规则 ,以文本的形式将

这一故事书写出来。

现在要问 ,通过上述所有这些环节后 ,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最终书写出来的这

个“故事”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能够比其他研究策略更好地揭示社会生活之奥秘(或“隐秘”)的

“故事” ? 对于这一问题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在上述所有环节上 ,研究者所能够得到

的东西都不是什么社会世界的“真实” ,而只是相关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完

成的某些话语建构物 。

首先 ,从素材搜集这一环节来看 。无论是通过上述两种素材搜集方式中的哪一种所得到的资

料 ,都不是什么对预先存在于我们话语系统之外的、纯粹给定之事件过程的“客观”记录 ,而只是资

料的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建构出来的一些“话语”而已。以上述第二种方式所获

得的那些二手资料是如此 ,以上述第一种方式(即亲身参与观察)所得到的那些一手资料也是如此:

正如波普尔 、库恩 、费也阿本德 、加达默尔 、海德格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 ,没有什么纯粹“客观”的观

察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一定理论或话语系统 ,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或话语系统的约束、指引下完成的;

我们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一定的理论或话语系统之中 ,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晰地“看”见一些东西;我们

将自己置身于什么样的理论或话语系统之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观 。就“过程-事件分

析”这种研究策略而言 ,所欲观察的是一个什么“过程” ?这一“过程”的时空边界如何界定 ?应从何

时何处何人的何行为开始观察 ,又应以对何时何处何人何行为的观察截止? 哪些内容应该是我们

观察的重点?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话语系统 。因此 ,面对着“同一个”事件过程 ,处于话语系统 A 之下的观察者

通过亲身观察所得到的印象或素材集与处于话语系统 B之下的观察者通过亲身观察所得到的印

象或素材集可能会大相径庭。

其次 ,从资料整理这一环节来看。就像不存在着什么纯粹自然的 、不依我们的话语系统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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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一样 ,也不存在着什么纯粹自在的、不依我们的话语系统为转移的资料本身

的内在逻辑。任何一堆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资料 ,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秩序或逻辑都是由我们

在对它们进行分析、整理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系统所赋予的 ,是依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话语系统的

转移而转移的。例如 ,对于一个体温高于“常态”的人所叙述的那样一些身体现象(“症状”),处于传

统医学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者与处于现代临床医学话语之下的研究者就将会诠释和梳理出相当不

同的“患者”故事 。对于一个其言语和行为逻辑与我们大不相同的人所说或写下的一堆言辞 ,处于

现代精神病学诞生之前和之后的研究者之间 ,或者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

者与处于其他精神病学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者之间 ,也会诠释和梳理出非常不同的“故事” 。因此 ,

即使面对着一堆“相同”的资料文本 ,在对这些资料文本进行分析 、整理时 ,处于不同话语系统之下

的研究者最终分析、梳理出来的“故事”在主题 、情节 、线索和逻辑等方面可能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

最后 ,从故事书写这一环节来看。人们常常以为 ,书写只是一个将作者心中已经形成的某些观

念 、意识以符号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在观念 、意识和书写之间 ,前者是第一性的 ,后者才是第二性

的;一部好的书写作品就是能够尽量准确地表述 、再现作者观念或意识的那些作品。然而 ,德里达

和福柯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书写观进行了批评 。德里达认为 ,在文字与言语 、意识之间 ,文字并

非永远只是第二性的 。文字一旦成型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存在 ,它不仅不是言语和意识的再现 ,而且

反过来还限制和规定着我们的言语和意识:“文字既构造主体又干扰主体” [ 5] 97 。福柯则指出 ,作为

一种话语实践 ,任何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书写者在写作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构型或话语规

则(包括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约束和引导。这些话语构型或话语规则规定了在特定的场合下什么

是可说的 ,什么是不可说的 ,什么话该由什么人来说 ,怎么说等等 。因此 ,一旦作者置身于某种话语

构型或话语构成规则之中 ,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一话语构型或话语规则所规定好的秩序去言

说 ,去书写 ,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不是我们在言说 ,在书写 ,而是话语 、文本在说(写)我们[ 6] 。从这

样一些观点出发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说在故事书写这一环节上 ,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

究者最终书写出来的“故事”也只能是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约束和指引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

而不可能是对什么社会世界“真实隐秘”的更佳揭示。

概而言之 ,与其倡导者们所想象和宣称的不同 , “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并非是一种

与“结构-制度分析”等社会分析框架相比能够更好地揭示社会生活之隐秘的研究策略 ,而只不过是

一种与后者不同的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话语系统而已。用这种研究策略来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

和解释 ,虽然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种看上去与用“结构-制度分析”来描述和解释时相当不同的“印象”

和“画面” ,但它们依然不过是这种研究策略或话语系统的从属者在这种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

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而已 ,而并非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对社会现实及其奥秘更加真实的再现 。

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的倡导者们所贡献给我们的那些精妙故事时 ,

必须要将这一点和那些精妙的故事一样牢牢地铭记在心里 。

不仅如此 ,作为一种与“结构-制度分析”不同的话语系统 , “过程-事件分析”尽管能够为我们呈

现出一幅与前者所能呈现出来的图画相当不同的“印象”和“画面” ,但我们也无法说在由其和前者

所呈现出来的这两幅“图画”中 ,哪一种更为精美 ,更为适当或可取 。正如库恩 、早期福柯等人所指

出过的那样 ,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尽管在对象的构成模式、陈述模式 、概念使用模式 、主题论证模式

以及实践效果等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 ,但它们相互之间却是缺乏精确的可通约性的;因此 ,我们只

能说“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各有什么特点或用处 ,却很难说这两者之间谁比谁更好

或更适当。举例而言 ,孙立平认为“过程-事件分析”之所以比“结构-制度分析”更为可取的理由之

一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言是动态的 、流动的 、过程性的而非静态的、固化的 、结构性的 。这种带有浓

厚本质主义色彩的说法其实并不恰当:社会生活固然是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动态的 、流动的 、过程性

的而非静态的、固化的 、结构性的存在来看 ,但相反的做法却也不能说是错的或不适当。就举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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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自己所用的例子为例:假如我们要研究“下岗”问题 ,那么 ,虽然我们需要从“动态的 、流动的 、过程

性的”的角度来对“`下岗' 这样一件事情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加以描述 ,但我们同样也需

要从一种“静态的 、固定的 、结构分析”的角度来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总共能提供多少

个就业机会 ,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 ,两者的差异有多大”这样一些状况加以描述 。我们很难说

前一种描述就一定比后一种描述更为重要或更为适当 ,而只能说它们对于我们的实践来说都同样

重要 、同样有用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同意张静的说法:“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其

实不过是两种同样具有价值的研究策略 。不过 ,我更愿意说 ,它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社会

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在它们的引导和约束之下 ,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 ,对社会现

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但对于这两种话语系统及其人们在它们各自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所完成的

那些话语建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 ,我们却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和回答。

四 、作为一种话语的“过程-事件分析” :实例考察

简单地说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第二和第三两个环节合并起来 ,从而将一次采用“过程-事件分

析”策略来展开的研究过程视为一个二度话语建构的过程。之所以称为二度话语建构 ,是因为研究

者通过访谈 、文献搜集和观察等途径所得来的那些一手或二手资料本身已经是这些资料的作者们

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采用某些话语策略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而研究者通过对这些

资料的分析整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则也只不过是研究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采用某些

话语策略对这些资料进行再度建构的结果而已。

为了使上面表达的观点不显空洞抽象 ,我们举《“软硬兼施” :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

———华北 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 7](下简称《“软硬兼施”》)这篇被孙立平明确认定为是采用了“过

程-事件分析”方法的文章为例来加以说明 ,看一看这些文献是否真的就是比别人更好地再现了他

们所欲再现的那些客观现实?

首先 ,从文章所使用的原始素材来看。文章使用的原始素材有两种 ,一是访谈中得到的他人对

有关人或事件的叙述 ,二是作者亲身观察所得到的一些情形 。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角度来看 ,这

两类材料所陈述的“事实”并非都是什么纯粹给定的自然事实 ,而是“他人”或作者本人在特定话语

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

以下是《“软硬兼施”》一文所引用的一个得自访谈的他人陈述:

这是镇干部 Q 对其一次成功的征收工作的详尽回忆。“我们那天在王村 ,就是我包

的那个村 ,碰上一个村民 C 不交公粮 ,因为发居民身份证时罚了他五十块钱 。我跟他谈

了谈 ,不交 。他找村支书去了 ,说`我过不了了 ,你也踏实不了' ,支书说 , `你威胁我啊 ,打

算怎么着啊 ?' 这时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说 :̀这么着啊 ,你这小伙子你挺年轻是吧 ,生活道

路还是很长的 ,今儿我就开诚布公地跟你说说这事 。你还威胁你们村支书 ,凭什么你不交

公粮? 我上这包村来了 ,你不信惹急了我给你两嘴巴 ,不论怎么回事 ,我打你了。你在中

央 、省 、地(市)有人吗 ?你要有人可能要端我的饭碗 ,我违法了;要没人呐 ,我打你白打 ,你

不信你动我一下试试 。打了你也得交粮 ,你该交公粮交公粮去 。我让你唬着? 就冲我们

这一去 ,你翘着二郎腿跟我们说话 ,我们那司机都看不下去了 ,他就要上(公安)分局找人 ,

为什么一个司机都火了啊 ?' 我说`我也不搭理你 ,到时候真把你冰箱、彩电都抄了去 ,你小

日子你过 ,就凭你 ,你有什么新鲜的 ?我跟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你考虑考虑有没有道理 ,

你我咱们这都属于腻虫 ,中国人太多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说`江泽民来了也不能这

么横啊?'我说`你跟我弄这个 ,就凭你 ,你有什么资格提江泽民啊 ?你 、我咱们都算在一块

儿 ,咱们是腻虫一样 。你也是腻虫 ,太多了 ,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 。你老实呆着 ,说话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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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了。' 农村工作你光跟他讲道理不行 ,他跟你胡搅蛮缠。他说`谁都交完了我才交' , `我

就让你交 ,你就给我乖乖地交去 ,你还有什么说的 ?你还这个那个的 ,你还威胁支书 ,怎么

着啊 ?准拾掇了你。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子 ,整天不忿不忿的那劲头 ,下回惹急了我就抽你

嘴巴 ,我让你捣乱 ,让你影响我们村交不了' 。我说`你比我儿子还小呢 。你就是看我忒老

实' ,我在这包村 ,一般也没打过人 ,也没骂过人 ,你要惹急了我我就拾掇你 ,可你要动我一

下也不行 ,(包村的挨打)这就是个事件了 ,包村的挨拾掇了 ,哪有这事 。我要真弄了你 ,你

准得跟我论了亲戚了 ,我在那村亲戚还忒多 ,他父母就得找我。那天要抄他来着 ,副镇长

去了 ,说`拾掇他 !弄电视' 。要抄他他急了 ,我说你还不赶紧张罗钱去 。后来罚了他五十

块钱 。”[ 2] 268-269

假定:1.上述这位镇干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据可查;2.文章作者在引证时未

做删改或其他修饰。那么 ,试问上面记录的这位镇干部所陈述的故事是否就是“事实” ? 我的回答

是 ,既“是”又“不是” 。

所谓既“是” ,是指我们已经假定这位镇干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凭空捏造 ,有据可查且上文作

者也未对其有过删减或修改 ,那么 ,按照人们通常对于“事实”一词的理解 ,这位镇干部所述的那些

内容当然应该被视为是一些“事实” ;而所谓又“不是” ,则是指即使如此 ,这位镇干部所做的上述陈

述也不能被视为是一种脱离特定话语系统而独立自存 、价值中立的纯粹给定的“事实” ,而只能且应

该(甚至必须)被看作是他在某一(或某些)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对其经历的某一事件所做

的一种话语建构 。稍做分析我们即可看到 ,这位镇干部在进行上述陈述时至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

用了以下言说策略:

1.明确地使用了“胡搅蛮缠” 、“捣乱”这样一些术语来描述或界定“村民 C”的行为 ,并且有选择

地引用了“村民 C”的一些行为和话语(如“不交公粮” 、“我跟他谈了谈 ,不交” 、“他找村支书去了 ,说

`我过不了了 ,你也踏实不了' ” 、“翘着二郎腿跟我们说话 ,我们那司机都看不下去了” 、“二十多岁一

个小伙子 ,整天不忿不忿的那劲头” 、说“谁都交完了我才交”等)来强化“村民 C”的这种形象 ,使听

者不知不觉地把整个故事理解为是一个有关公粮收购过程中的“胡搅蛮缠”者或“捣乱”者“村民 C”

的故事。

2.同样 ,言说者也用了一些特定的词语来刻画自己的形象 ,如对“村民 C”的态度本来还不强

硬 ,只是看到后者竟然敢来威胁村长 ,才“不得不说话了” ;强调“我在这包村 ,一般也没打过人 ,也没

骂过人” ;还有镇长真的带人来抄“村民 C”的家时 ,我对他说“你还不赶紧张罗钱去” ,显出一副颇讲

情意的样子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述却具有在听者的心目中形成一个夹在政府与村民之间 ,既

要履行作为政府官员必须履行的那些职责又试图尽量照顾到与村民的情感关系这样一位具有人情

味的包村镇干部形象的功能 ,无形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所述内容对听者的影响力。

3.言说者复述了大量自己的话语来叙述作为一个“包村镇干部”的自己是如何采用各种不同的

策略来应对这位“胡搅蛮缠”者或“捣乱”者的 。一是来“软”的 ,包括诚心诚意地对“村民 C”加以劝

说 ,如 “你这小伙子你挺年轻是吧 ,生活道路还是很长的” ,“开诚布公地跟你说说这事” , “我也不搭

理你 ,到时候真把你冰箱 、彩电都抄了去 ,你小日子你过” , “我跟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你考虑考虑

有没有道理” ,也包括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套套近乎 ,如对其说“你我咱们这都属于腻虫”等;二是从道

理上对其行为加以质疑问难:“凭什么你不交公粮 ?”三是来“硬”的 ,用顽固不交可能带来的负面后

果对其加以威胁 ,如“惹急了我给你两嘴巴” , “你在中央 、省 、地(市)有人吗 ? ……要没人呐 ,我打你

白打” ,“打了你也得交粮” ,“你也是腻虫 ,太多了 ,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 , “你还威胁支书 ,怎么着

啊? 准拾掇了你” ,等等。这样一些有关“软硬兼施”的叙述 ,再加上言说者在其叙述过程中表面看

去似乎稍带而出但实则具有总结意味的一句话:“农村工作你光跟他讲道理不行” ,综合起来给听者

所传送的当都是这样一种印象:这位包村镇干部还真是一位颇具农村工作经验 ,对农村工作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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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有着深刻理解并拥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策略和很强实际工作能力的基层政府官员 。

无疑 ,镇干部 Q所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这样一些言说策略紧密相连的 ,是 Q自觉

或不自觉地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应用这些言说策略来对“事件”加以组织或建构的结

果。我们无法预料 ,假如换了一位言说者(如言说者变成故事中的那位村支书或村民 C),他将会采

用一些什么样的言说策略来重新组织或建构这个事件①。假如这位新言说者是处于一种与 Q 不同

的话语系统的引导与约束之下 ,那么他就将(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一些与 Q 不同的话语策略来组

织或建构这一事件。他将可能为村民 C 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如“通情达理”而非“胡搅蛮缠” :他由

于错过了村委会擅自确定的办理身份证的期限而被罚款 ,他认为这不合理;因为别无他法 ,他就试

图借镇和村干部催交公粮之机要还被罚的款额;他承诺只要归还不公正的罚款他就马上按质按量

上交公粮;等等),也还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镇干部 Q 的形象(不主持公正一味袒护村干部;动

不动就说我要揍你 ,还说我揍你也白揍;骂村民“腻虫” , “太多了 ,消灭了也不算什么” ;以抓进公安

局对 C相威胁;阴险毒辣 ,故意把镇长叫来唱红脸他装作唱白脸;等等),从而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

与Q 提供的上述故事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的新故事 。因此 ,我们不可以将这些不同的言说者

可能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引导及约束下以不同的言说策略建构起来的故事当作是一种独立自存的事

实本身 ,并进而将以此为基础得出的一些结论看作是对社会现实之奥秘的真实“揭示” ,而应该充分

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话语建构性质 。

虽然上面讨论的是得自他人叙说的材料 ,但所做的分析也适用于作者亲身观察得到的那些资

料。限于篇幅 ,此处不再举例说明 。

下面我们再来看研究者(譬如上述《“软硬兼施”》一文的作者)对所得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并得出

相应研究结论这一过程。

以下是《“软硬兼施”》一文的作者对上引镇干部 Q所述故事的分析 。作者们认为:

“这是一个在同一过程中使用软与硬两套权力技术的典型案例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许多有关权力运作的信息 。`你还年轻 ,生活道路还很长' ,语重心长 ,诚心诚意地替对方

打算 ;̀惹急了我打你俩嘴巴 ,打了你你也得交粮' , `你比我儿子还小呢' 则既表达了对抗

拒交粮的愤怒 ,又带有长辈对小辈的教训责备 ,实际上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拉近了与对

方的距离;指责对方`人性次' 、不老实 ,影响了全村的交粮 ,并说其父母都不赞成他 ,甚至

连跟去的司机都忍不下去了 ,是在动用社会舆论 、用亲属和公众评价对对方施加压力 ,迫

其对权力就范;至于威胁说搬走冰箱、彩电 ,叫你小日子过不成 ,是直接用强制性的行政权

力进行威慑;但在搬出硬武器的同时 ,又以`肺腑之言' 道出`你我咱们都是腻虫 ,太多了 ,

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 ,这既是让对方知晓权力的暴力性质和国家的权威 ,同时也把自身

划入与对方同样的社会地位范围内 ,达到在权力结构和社会位置上与对方的一种亲近 。

Q 在其所包的村庄中身份是相对模糊的 ,作为帮助村里工作的镇干部 ,他是政府官员身

份 ,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政务的实施者 ,但同时他与该村的一些干部 、村民又有密切的

亲戚关系 ,加之多年包村工作建立起来的感情与关系基础 ,因而处处表现出与村民的一种

熟和近 。在上述征收工作中 ,他的行为 、语言方式都带有这种熟悉和亲近的味道 ,从而使

权力关系与村社中的人际关系融合为一 。而基于这样一种融合关系的权力过程 ———归劝

加以威慑 ,软硬兼施 ,强弱并用 ,在艰难的征收工作中实现了功效。如果仅仅依靠强制性

的硬武器———拉牲口 、搬电视 、扣押人员…… ,权力目的的实现是很难想象的。”
[ 2] 369

文章作者明确地将镇干部 Q 所述故事诠释为“一个在同一过程中使用软与硬两套权力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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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这一诠释是否正确或适当呢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具有唯一性的回答是很困难的 。从

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出发 ,我们完全可以将上述分析理解为是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如孙立平所说

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领域中的新制度主义话语)的引导和约束下运用某些话语策

略对 Q 所述故事的一种话语建构 。限于篇幅 ,我们不再来对这里所运用的话语策略做过多的细致

分析。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一点 ,即上述诠释的适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软”和“硬”这两类

“权力技术”的界定。如果我们将“硬权力技术”仅仅限制在“拉牲口 、搬电视 、扣押人员”一类强制性

行为的使用上 ,那么上述诠释看上去才会有些道理 ,否则上述诠释就并非一定“合适” 。以下文本当

可以表明:对镇干部 Q 所述的故事完全可以有另类的诠释(或话语建构);并且 ,我们并无绝对的标

准来判断在上述文章作者的诠释与下述诠释之间何者更为正确或适当:

“这是一个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正式权力来对村民的越轨行为进行强制性控制

和矫正的典型案例。`你挺年轻是吧 ,生活道路还很长' ,是要让村民 C 意识到反抗可能

带来的巨大损失 ;̀我上这包村来了 ,你不信惹急了我给你两嘴巴' ,这是赤裸裸的以暴力

相威胁 ;̀不论怎么回事 ,我打你了。你在中央 、省 、地(市)有人吗? 你要有人可能要端我

的饭碗 ,我违法了;要没人呐 ,我打你白打 ,你不信你动我一下试试' , `打了你也得交粮 ,你

该交公粮交公粮去' ,这更是要让 C 知道国家权力的厉害;̀我让你唬着? 就冲我们这一

去 ,你翘着二郎腿跟我们说话 ,我们那司机都看不下去了 ,他就要上(公安)分局找人' ,`我

也不搭理你 ,到时候真把你冰箱 、彩电都抄了去 ,你小日子你过 ,就凭你 ,你有什么新鲜

的?' ,这些是要把国家权力的威胁具体化 、可见化;̀你我咱们这都属于腻虫 ,中国人太多

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也是腻虫 ,太多了 ,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 。你老实呆着 ,说话

就打药了' ,`你还这个那个的 ,你还威胁支书 ,怎么着啊 ?准拾掇了你' , `二十多岁一个小

伙子 ,整天不忿不忿的那劲头 ,下回惹急了我就抽你嘴巴 ,我让你捣乱 ,让你影响我们村交

不了' ,`你要惹急了我我就拾掇你 ,可你要动我一下也不行 ,(包村的挨打)这就是个事件

了 ,包村的挨拾掇了 ,哪有这事' ,等等 ,这些都是要让 C 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自惭形

秽 ,自觉投降;所有这一切 ,都是在向 C充分显示国家权力及意志的强大 、威猛和不可抗

拒性 ,促使 C 不得不低头就范 ,回复到国家意志为其确定的行为轨道上来 。”

有谁能够提出绝对充足的理由来断定上述诠释是不适当的 ,或与前引《“软硬兼施”》一文作者

的诠释相比显得是更不适当的 ?

其实 ,《“软硬兼施”》一文中的许多分析都与上述分析类似 ,很容易被看出是一种在特定话语系

统引导和约束下的话语建构。为了表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再举几例。

以下陈述的是上文作者及其同伴在辘村所做的一次观察:

“下午三时许 , L 镇长 、一位副书记H 、镇办公室的包村干部及派出所的警察和司机若

干名来到辘村村主任家中 ,届时村干部七八人已经在那等候 。镇 、村两级干部首先讨论的

是钉子户的确定问题 。H 书记说:̀赶紧说钉子户吧 ,各片定下“我就是不交”的那种户 ,数

量也不要太多' 。经过讨论决定每个片(即村民小组 ,全村共七个片)定两户 。这 14个`钉

子户' 的产生是一个极为艰苦可以称得上是难产的过程 ,负责各片的村干部低头抽着烟 ,

喝着茶 ,都不说话。村主任催促说 :̀各片都得说 ,各片要不说 ,镇长他们一走 ,你就得负起

责任 。' H书记说 :̀昨天 ,我跟镇长商量了三个条件 ,你给我按这个条件 ,拿出八到十家来 。

第一个是去年不清的 ,第二个是有能力交今年不交的 ,第三个 ,在村里人性太次的 。' L 镇

长强调说:̀可不要把那些老实窝囊的报上来 ,拔这样的户 ,折我们镇政府的手艺' 。村主

任找了张纸 ,说`拉单子吧' 。H 书记催问道 :̀拔钉子这个任务在 10号之前得把它完成

了 ,钉子户有吧 ?' 一个包片村干部回答:̀你叫他有就有 ,你叫他没有就没有 。' 村主任说:

`要是钉子户一户没有 ,你镇政府就回头得了 。' L 镇长:̀你先什么也别说了 ,先闹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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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抄完这 14户今晚就走了。一个组两户 ,今天抄完我们就走 ,最好是去年就没交的。' H

书记说:̀就老账新账一块算。' 包片的村干部个个面带难色 ,只顾吞云吐雾 ,最后由各片干

部报名 ,村主任执笔记名单 ,一个片一个片地定 ,终于确定了一个 15户的名单 ,这个过程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2] 365-366

假定上述观察记录中的每一句话都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据可查 ,且作者在对每句话加以转述时

都准确无误 、没有删减和修饰 。那么 ,试问:作者从上述观察中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

以下是作者对上述观察所做的分析:

“令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直接的拔钉子过程 ,因为那无非是实施强制性措施的过程 ,

是权力正式行使的方式之一。更有价值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确定钉子户的全过程 ,这有

助于把握和理解强制性权力运作的策略和微妙隐密之处。`拔钉子'的案例在粮食征收中

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这意味着正式权力以暴力形象出现时常是不得以而为之。辘村确认

`钉子户'的艰难过程表明正式权力在使用强制方式时的慎重 ,而这种慎重出于建立和保

持政府的合理正当形象的考虑 ,既要按时按量完成征收任务 ,又需避免造成以强凌弱甚至

伤天害理的印象 。在镇政府提出的`钉子户' 标准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 ,所谓`人

性太次' 。公众舆论反映不好实际上与定购粮的交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拾掇' 了在社

区中名声不好的家户 ,有利于强化政府的道德优势和老百姓对政府行为的认同。这无疑

是从人心向背的考虑出发的。镇干部反复强调的`可别把那些老实窝囊的户定为钉子户 ,

拔这样的户折我们镇政府的手艺' ,正是重视自身形象的一种表白。”[ 2] 366

在上述分析中:1.和前面那段文本出现的情形一样 , “`拔钉子' 的案例在粮食征收中并不是经

常出现的 ,这意味着正式权力以暴力形象出现时常是不得以而为之”一句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对“暴

力形象”的特殊界定:正式权力只有直接动用(拉牲口 、搬电视 、扣押人员一类的)暴力才算是“以暴

力形象出现” ,否则这句话的适当性就可能受到质疑;2.镇长强调说:“可不要把那些老实窝囊的报

上来 ,拔这样的户 ,折我们镇政府的手艺” 。作者将镇长的这句话诠释为是“重视自身形象的一种表

白” 。我们虽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一诠释有何特别不适当 ,但如果我们将镇长的这句话诠释为是

要通过对那些不“老实窝囊”者的征服来显示政府权力之强硬的话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之处。

在该文的另一个地方 ,作者在对自己亲自观察到的 Y副镇长率领镇干部参与收粮活动的过程

之后分析总结道:

“从 Y副镇长的言谈来看 ,除了讲道理 、严格地把握对话说理的边界之外 ,还经常会

有表扬 、鼓励性的话语。有时是给对方戴高帽 ,诸如`你去年积极今年还应该积极' , `去年

带头交粮今年还得带头' ,`我知道你这人特别讲道理' 等等;有时则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替

对方着想 ,如建议`连去年带今年的一次就交清了 ,跑一趟比跑两趟强 ,少耽误功夫' , `交

玉米比交花生或交钱划算' 等等。这样的工作方式虽然与人们想象中的官员工作方式相

去甚远 ,但却是行之有效的。”[ 2] 364

此段的最后一句显然是全段的主题句 ,但它的成立显然也依赖于对“人们想象中的官员工作方

式”的特定诠释:只有把“人们想象中的官员工作方式”严格限定在“高高在上而非平易近人” 、“以强

凌弱而非善讲道理” 、“冷若冰霜而非和颜悦色”一类与 Y副镇长的言谈举止不同或相差甚远的那

样一些行为方式上 ,这段话所做的全部分析才是适当的;反之则完全可以遭到读者的拒斥 。

总而言之 ,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 ,尽管“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与“结构-

制度分析”等相当不同的话语系统 ,但它和后者一样 ,所提供的最终也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话

语建构而已 ,而不是什么社会生活的“真实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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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vent Analysis” ,or“Structural Insitiuational Analysis” ?
———Perspective f rom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Xie Lizhong

Abstract　The advocato rs of “ Process-Event Analysis”(o r “ Practical Sociology”)criticize that “ Structural-I nstitutional

Analysis” cannot divulg e the real essence of social life because it views social reality as a static structure.Practical sociolo-

gists argue that social reality can only be properly described and understood w hen it is considered as a dynamic and evolving

process using “ Process-Event Analy sis” approach.Such views were solemnly rebutted by the advocato rs of “ Structure-I n-

stitutional Analy si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 sis , these two seemingly conflicting approaches are

just two different discourse sy stems w hich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social reality.Under the guidance and constraint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 we can construct two different social realities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discourse.However , w 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w hich approach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 there is no definite answer.

Key words　Process-Event Analysis;practical sociolog y;Structional-Insitiuational Analysis;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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